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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的正义研究受个人主义影响, 过于关注个人权利和利益, 以致忽视了关切他人不公遭遇的亲社会正

义感。研究基于人类被试的问卷调查、启动实验以及大语言模型的角色扮演, 探讨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人类被试的集体主义特质(研究 1)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 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

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文化启动(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验证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以及共同

责任的中介效应(研究 2)。进而, 大语言模型角色扮演(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重复验证了上述结果(研究 3)。此外, 

不公反应视角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即相对于目击者视角, 集体主义对得利者、过错者视

角下亲社会正义感的影响更大(研究 2~3)。总之, 我们通过多种方法检验了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效应, 

是正义研究从权利到责任转型的重要探索, 这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后个人主义社会和智能时代培养他人取向的亲

社会正义感具有重要启发。 

关键词  亲社会正义感, 集体主义, 后个人主义, 个人利益, 共同责任, 规范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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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正义是人类进化而来的重要美德, 但其在社会

互动过程中如何表现, 则深受文化的影响(Brosnan, 

2006; Fischer, 2016)。以往的正义研究存在个人主

义偏差, 将正义感的道德主体建立在不受社会依存

关系限制的个体化自我之上, 这很容易使正义感沦

为个人利益的算计和社会冲突的动力, 即“走自己

的路 , 对他人利益漠不关心”, 以致脱离正义感本

身所追求的公共生活、甚至造成社会危机和混乱

(Sandel, 1982/1998, 2010)。 

正义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找到位置, 且社会

生活中的道德主体之间是互相依存的, 所以真正的

正义感是对不公遭遇的普遍关切、而非独善其身或

私利至上(Dworkin, 1978; Sandel, 2021)。与利他、

遵守道德规范等亲社会标准相一致(寇彧, 张庆鹏, 

2006; Wispe, 1972), 亲社会正义感是关切他人(而

非 自 己 ) 不 公 遭 遇 的 正 义 观 念 和 心 理 反 应

(Gollwitzer et al., 2009)。然而, 在自我关切、个人

权利导向的个人主义文化下, 亲社会正义感常被忽

视, 其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具体表现和作用机制也

缺乏严格检验(Baumert & Schmitt, 2016)。此外, 以

往研究大多局限于几个国家和小样本人类被试的

问卷调查(Baumert et al., 2020; Maltese et al., 2018; 

Wu et al., 2014),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是否存

在因果关联、且具有跨方法一致性, 能否在基于海

量人类语料库和人类标注训练的大语言模型中得

到重复验证, 还有待深入研究。 

1.1  正义感与亲社会正义感 

正义感 (Justice Sensitivity, 又译作“公正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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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是对正义原则的直观理解能力 , 也是道德主

体 在 面 对 不 公 时 的 情 绪 、 态 度 与 行 为 反 应 能 力

(Baumert & Schmitt, 2016; Rawls, 1963)。就不公的

反应过程而言, 正义感是人们在面对不公时较低的

认知阈限、强烈的情绪反应(如生气、义愤、内疚)

及重建正义的深思和动力。正义感是直面不公、重

建正义的激发力量与动机准备, 不同于单一成分的

认知或情绪敏感性(Baumert & Schmitt, 2016; Schmitt 

et al., 1995)。 

基于当事人对不公反应的不同心理视角, 正义

感 有 受 害 者 (victim)、 目 击 者 (observer)、 得 利 者

(beneficiary) 与 过 错 者 (perpetrator) 四 种 视 角

(Schmitt et al., 2005; Schmitt et al., 2010)。从受害者

视角出发的正义感是个人权利与正义原则的混合, 

以防止受伤害为目的, 具有利己的工具属性; 相反, 

从目击者、得利者和过错者视角出发的正义感是社会

                                                           
1 关于 justice sensitivity 的概念来源和中文翻译, 其理论提出者

Manfred Schmitt 最初使用了 sense of justice、sense of injustice

和 sensitivity to befallen injustice 等多种说法, 编制量表时出于

语言精炼考虑统一使用 justice sensitivity (Schmitt et al., 1995; 

Schmitt et al., 2005; Schmitt & Mohiyeddini, 1996); 同时, 按照

罗尔斯《正义论》及 justice sensitivity 的定义, 心理意义上的

sense of justice 是对正义价值的理解能力, 也是道德义务主体

面对不公时的情绪、态度与行为反应能力(Rawls, 1963; Schmitt 

et al., 1995)。就不公的反应过程而言, 正义感是人们在面对不

公时较低的认知阈限、强烈的情绪反应(如生气、义愤、内疚)

及重建正义的深思与动力。Schmitt 提出 justice sensitivity 这一

概念, 也是考虑了不公反应的多种心理成分(如认知、情绪和动

机), 并区分了不公反应心理过程的不同视角(如受害者、目击

者、得利者和过错者)。总之, 正义感是直面不公、重建正义的

激发力量与动机准备 , 不同于单一成分的认知或情绪敏感性

(Baumert & Schmitt, 2016)。考虑到 justice sensitivity = sense of 

justice, 且心理学的正义研究在理论上植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 

它指向道德义务主体的行动, 而非局限于认知、情绪反应, 故

译成“正义感”较为合适。 

当然, 目前国内学者对 justice sensitivity 的翻译有多种, 社

会心理学、特别是道德心理者一般将其意译为“正义感” (王晓明 

等, 2020; 吴胜涛 等, 2020; 吴胜涛 等, 2021), 主要关注道德

义务主体在面对不公时的多重反应和多种心理成分(如认知、情

绪和动机); 相反, 认知、临床心理学者将其直译为“公正敏感

性” (崔少娟 等, 2020; 胡高喜 等, 2020; 刘燕君 等, 2016), 主

要关注不公反应的认知、情绪成分, 尤其正义感量表各维度的

前几题都是认知、情绪相关的条目(如不安、愤怒), 所以很容易

留下“敏感性”的印象。但是, “敏感性”没有抓住认知、情绪之外

的动机成分(如不能忍受), 弱化了正义感的道德色彩以及作为

道德义务主体的理性反思和行动倾向。 

因此, 本研究将 justice sensitivity 意译为“正义感”, 这有利

于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心理成分, 同时

也对不同译法进行备注和说明。 

责任与正义原则的结合, 具有利他的道德属性——我

们 将 后 三 种 视 角 的 正 义 感 称 之 为 亲 社 会 正 义 感

(Baumert & Schmitt, 2016; Gollwitzer et al., 2009; 

Gollwitzer & Rothmund, 2011)。具体而言, 目击者

视角是个体在目睹他人不公遭遇时的义愤、不安等

心理反应 , 路见不平拍案而起 , 如“当某个人没有

得到原本他该得的东西时, 我会感到恼火” “我难

以忍受其他人单方面从某个人身上获利”; 得利者

视角是个体在他人遭遇不公时无故获利时的内疚、

不安等心理反应 , 是既得利益者的主动反思 , 如

“自己无缘无故过得比别人好 , 会让我有负罪感” 

“我难以忍受自己单方面从别人身上获利”; 过错者

视角是个体造成他人不公遭遇时的内疚、不安等心

理反应, 是犯错悔敢当、知错愿改的体现, 如“以牺

牲他人为代价来谋取我自己的利益 , 我会有负罪

感” “我不能忍受利用他人的感觉” (Schmitt et al., 

2010)。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目击者、得利者和过错者

的视角不同 , 但从理论上讲 , 均反映了个体对他

人、而非自身不公遭遇的关切, 且三种视角的亲社

会正义感具有一致的测量学基础 (Schmitt et al., 

2010)以及人格、认知、情绪基础(Baumert & Schmitt, 

2016), 并被共同的遗传因素所驱动 (Wang et al., 

2022)。首先, 一些研究探讨了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

种视角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以及它们与亲社会

的人格正相关。具体而言, 目击者、得利者、过错

者正义感均与谦虚、同理心等宜人性人格维度正相

关(Schmitt et al., 2010); 同时, 目击者、过错者正义

感与社会责任感等他人取向的人格特质正相关, 与

马 基 雅 维 利 主 义 等 个 人 取 向 的 人 格 特 质 负 相 关

(Schmitt et al., 2005)。两项研究的结果略有不同, 

这主要是因为 2005 年研究还没有提出得利者视角正

义感的概念, 只测量了目击者、过错者视角正义感。 

其次, 研究还探讨了亲社会正义感的认知、情

绪特点, 发现目击者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得分较高

的人更关心社会公平、对他人遭遇不公信息的注意

加工更集中(陈勃 等, 2013; Rothmund et al., 2014); 

得利者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正向预测存在主义罪

感——个体在拥有相对于他人的不当特权地位时

产生的一种道德情绪(Gollwitzer et al., 2005)。 

此外, 最近的研究还揭示了三种视角亲社会正

义感的共同遗传基础(Wang et al., 2022)。基于 151

对同卵双生子和 93 对异卵双生子的研究发现, 目

击者、得利者和过错者三种视角正义感两两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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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程度的遗传相关(rg = 0.50~0.65), 但三者与受

害者正义感的遗传相关较弱(rg = 0.07~0.21)、且置

信区间包含零(如 95% CI [−0.45, 0.58])。这表明, 亲

社会正义感三个维度的内在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

是遗传的, 也暗示了他人取向的目击者、得利者和

过错者正义感是在特定环境与社会互动中共同进

化而来的(Brosnan, 2006; Wang et al., 2022)。 

总之, 亲社会正义感与他人取向的人格特质及

相关认知、情绪加工偏好有关(Aquino & Reed, 2002; 

Schmitt et al., 2005; Schmitt et al., 2010), 并且三种

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然而, 

亲社会正义感的这些内在统一性均是基于微观、个

体层面的分析, 其背后更宏观的文化因素及其作用

机制则较少有人研究。 

1.2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 

文化包含多种形态, 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是被讨论最为广泛的范畴, 前者强调自我的互依性, 

重视社会规范、道德责任, 而后者强调自我的独立性, 

重视自由选择和个人权利(Cohen, 2009; Kitayama & 

Salvador, 2024; Miller & Bersoff, 1992)。集体主义者

与个人主义者的社会认知风格不同, 前者更多考虑

社会关系、环境因素, 后者更多考虑能力、努力等

个人因素(Nisbett et al., 2001);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 

前者更倾向于自我约束、并关心他人利益, 而与外

群体边界清晰、互动谨慎, 而后者更倾向于自我增

强、并关心自身利益, 与外群体边界模糊、互动直

接(Markus & Kitayama, 1991; Markus & Kitayama, 

2010; Oyserman et al., 2002)。 

由于受个人主义偏差影响, 以往与正义相关的

相对剥夺理论、公平理论、正义动机理论等心理学

研究常常让被试置身于假想的、遭受不公对待或侵

犯的受害者情境下, 发现被试对正义的关切主要都

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个人利益算计, 即为了个人

短期或长期金钱、权力和地位而追求公平的分配, 

甚至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威胁而贬低遭遇不

公的他人(Lerner, 2003)。研究发现, 关切自身不公

遭遇的受害者正义感较高时, 个体对于他人冒犯行

为的线索就会过度敏感、情绪反应激烈, 这可能将

其推入到敌意状态, 进而对冒犯者做出不合作、甚

至报复的反应(Gollwitzer et al., 2012)。不公反应的

进化理论进一步指出, 面对不公的初阶反应主要体

现在对自身不公或不利处境的关切或抗争, 而高阶

的反应是为了声誉或长远利益而放弃个人优待、关

切他人的不公遭遇(Brosnan & de Waal, 2014)。 

集体主义可以促进亲社会正义感, 主要有三个

方面的理由。首先, 正义诉求(尤其是涉及多方互动

与话语权的程序正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关系的

重视(Brockner et al., 2000; Brockner et al., 2005; 

Peters & van den Bos, 2008), 因此在强调关系互依

的集体主义文化下, 正义感更可能指向与他人的关

系互动、而非自身的物质利益(Fischer, 2016)。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 集体主义是矫正正义研究个人主

义偏差的重要路径, 也是最终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

条件。以往的正义理论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忽视了

他人利益和公共生活, 因此政治、文化学者主张从

社群(Sandel, 1982/1998)、团结(Haidt & Graham, 

2007)等集体主义价值出发来反思正义的个人主义

局限, 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验集体主义文化下

正义感的表现形式, 如聚焦他人取向或关切他人不

幸遭遇的亲社会正义感(Wu et al., 2014)。 

其次,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存在直接的正

向关联。一般而言, 集体主义者更加注重与他人的

和谐关系和有利于社会团结的互动过程(Earley & 

Gibson, 1998), 他们不仅关心自己是否受到不公对

待(受害者视角), 也关心他人、尤其特定关系中他

人的不公遭遇(如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

群体水平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与个人主义的俄罗斯

大学生相比, 集体主义的中国大学生在得利者视角

的亲社会正义感上得分更高(Wu et al., 2014); 强调

集体主义的菲律宾人在亲社会正义感上的得分比

个人主义的德国人更高(Maltese et al., 2018); 在菲

律宾内部 , 相对于城市被试(通常更加个人主义), 

农村被试(通常更加集体主义)的得利者、过错者正

义感得分更高, 且农村被试的得利者、过错者正义

感对合作意愿的预测效应更大(Baumert et al., 2020)。 

此外 , 亲社会性是亲社会正义感的基本特征 , 

集体主义相关的社会认知、情绪和技能是亲社会行

为的重要先决条件。集体主义强调个人与他人的联

系(Markus & Kitayama, 1991; Singelis & Brown, 

1995), 优先考虑集体目标、而非个人利益 (Chen 

et al., 1998), 具备克制自己、为他人牺牲个人利益

的能力(Howard & Cogswell, 2018; Parboteeah et al., 

2004), 故在面对不公时更可能关切他人的遭遇 , 

并从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做出亲社会的心

理反应。 

总之,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存在正向

关联, 但以往研究多从群体水平上进行相对笼统的

比较, 并没有排除国家之间的其他混淆因素(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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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社会制度、经济平等、宗教信仰等其他可能影

响正义感的变量); 同时 , 以往研究多基于单个不

公反应视角, 没有完整考虑亲社会正义感的三种视

角, 也未检验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

及其作用机制(如中介、调节效应), 因此集体主义

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 

以往研究也没有从个人特质、情景互动等文化的

深层结构出发 , 系统检验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

感的关系。尤其在文化多元、信息爆炸的现代社

会,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

动 态 的 多 重文 化 认 知 系统 里 (Hong et al., 2000; 

Oyserman & Lee, 2008), 存在于纷繁复杂、瞬时万

变的网络语言中(Neuman et al., 2012; Wu et al., 

2018; 见: 吴胜涛 等, 2023)。那么, 集体主义作为

个体层面的文化特质以及作为一种文化情境或文

化产品 (如大语言模型 ), 是否都可以促进亲社会

正义感？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 还有待

深入研究。 

当然,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还存在

诸多要澄清的问题。首先, 集体主义的行为表现和

社会功能是复杂多面的(Gerpott et al., 2018), 对亲

社 会 行 为 的 影 响 也 受 到 社 会 关 系 情 境 的 调 节

(Nudelman et al., 2024)。亲社会正义感的三种视角

背后是不公情境下的三种角色, 由于这些角色的自

我−他人的关系卷入程度不同, 集体主义对其影响

的程度也不同。在有自我−他人利害关系的得利者、

过错者视角下, 集体主义文化下被试的亲社会正义

感要显著高于个人主义文化; 而在与自己无利害关

系的目击者视角下, 亲社会正义感的发生不仅需要

集体主义的他人关切, 还需要个人主义的自信表达

和挺身而出(Wu et al., 2014)。其次, 亲社会正义感

三种视角的人格基础既有统一性, 也有差异性, 因

此其受文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 目击者正

义感更多与自我意识、自信、开放等人格特质相关, 

而得利者、过错者正义感更多与社会义务、利他、

尽责等人格特质相关(Schmitt et al., 2005; Schmitt 

et al., 2010), 后者往往更容易受到他人取向的集体

主义价值观影响(McCrae et al., 2005; Schmitt et al., 

2007)。因此, 我们猜想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关系会受到不公反应视角的调节。 

总之,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确切的关

系及其发生机制, 需要研究者进行多重考量, 并从

文化特质、文化情境、文化产品等多个层面进行更

加系统的检验。 

1.3  集体主义影响亲社会正义感的道德机制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 , 其中连接二者的道德动机——共同责任

(Communal Responsibility)——起关键作用。共同责

任是聚焦社会公平、并为群体福祉提供保障的一种

道德关切 , 它特别关注遭遇不公待遇的弱势群体 , 

并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助人动机(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a)。聚焦共同责任这一道德动机, 既有

利于精准锁定亲社会正义感的道德属性, 也有利于

澄清集体主义影响亲社会正义感的作用机制。 

首先, 关切他人不公遭遇的共同责任是亲社会

行为的动力, 也是亲社会正义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共同责任属于激发利他(而非限制自私)的道德

调节动机, 因此会鼓励合作、追求共同利益, 在不

公情境下更可能做出亲社会反应(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b)。对于共同责任取向的人而言, 当他

人遭遇不幸时, 他们更易觉察他人处境、回应他人

需要、帮助他人脱困(Bryan et al., 2000; Williamson 

& Clark, 1989)。以往研究也发现, 目击者、过错者

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正相关(Schmitt et al., 

2005; Schmitt et al., 2002), 而忽视责任感的个体在面

对不公时对更有可能关心自己、而非他人的不利处境 

(Gollwitzer et al., 2005)。 

其次, 共同责任强调的是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

共同目标, 因此, 强调互依自我与群体目标的集体

主义是共同责任的重要价值基础——在社会关系

中, 集体主义者更可能从社会义务、而非利益交换

角度考虑问题(Miller et al., 2014); 当他人有需要时, 

他们感到有义务去帮助对方, 或出于对他人福祉的

普遍关心而帮助对方(Bresnahan et al., 2004)。个人

主义价值观及其自由主义政治会更加强调个人权

利和自由选择的优先性, 其主张的正义感也是建立

在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之上, 以致在处理他人和共

同体成员的不公遭遇时会出现伦理困境, 并出现夸

大自身不幸遭遇的倾向(Sandel, 2005); 相反, 集体

主义更加重视社会责任、而非个人权利(Miller & 

Bersoff, 1992), 尤其在道德实践中, 道德责任的履

行常常会与其他道德原则相冲突, 此时集体主义对

道德义务主体责任感的发生起到重要价值指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集体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

念, 集体主义者既关注与他人的关系, 也关注社会

规范——相对于前者, 后者与亲社会行为(如合作、

利 他 及 本 文 的 亲 社 会 正 义 感 ) 的 关 系 相 对 较 弱

(Bond & Peter, 1996; Talhelm & English, 2020);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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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公行为也是对正义规范的违反, 作为对他

人不公遭遇的关切, 亲社会正义感也可能是出自于

对道德规范的服从, 因此有必要在探讨集体主义与

亲社会正义感关系时也检验规范服从的效应。然而, 

从道德动机的调节焦点来看, 正义之举的激发和实

践更多是道德主体对他人不公遭遇的愤慨和主动

关切 , 而并非出于对社会惩罚的担忧和被动接受

(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a); 同时, 亲社会正

义感的激发是正义规范被打破(即他人受到不公对

待)时直面不公的强烈认知情绪反应和重建正义的

深思与动力, 而不只是对不公行为的评价和对正义

规范的服从(Baumert & Schmitt, 2016; Schmitt et al., 

2010), 前者更多需要基于群体关系的共同责任及

其助人动机(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b)。此外, 

亲社会正义感相关的愤怒(Carver & Harmon-Hones, 

2009)、内疚(Sheikh & Janoff-Bulman, 2010)均属于

趋近动机相关的情绪, 与共同责任背后的趋近动机

相一致(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a)。因此, 亲社

会正义感更可能受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的影响。 

1.4  研究问题 

我们通过特质测量、情境启动和产品模拟(大

语言模型)等文化的三个层次, 探讨人类被试的集

体主义文化特质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 并检验共

同责任的中介作用(研究 1), 进而通过集体主义文

化的情境启动(研究 2)和大语言模型的角色扮演(研

究 3), 检验并重复验证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因果关系, 以及共同责任的中介作用。此外, 鉴于

集体主义的作用更有可能在自我、他人的关系卷入

和利益冲突中凸显, 所以我们进一步检验不公反应

视角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调节作用(研究

2~3)。三个研究假设如下： 

H1: 鉴于亲社会正义感与他人取向的人格特

质及相关认知、情绪加工偏好正向关联 (Schmitt 

et al., 2005; Schmitt et al., 2010), 我们假设集体主

义特质(研究 1)或情景启动(研究 2)、角色扮演(研究

3)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目击者、得利

者、过错者视角。 

H2: 考 虑到 集体主 义与 多种道 德动 机有关 , 

且关切他人不幸的社会责任(而非对社会权威的规

范 服 从 ) 更 可 能 是 亲 社 会 正 义 感 的 道 德 基 础

(Baumert & Schmitt, 2016; 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b), 因此我们假设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这

一道德动机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种

视角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 1~3)。 

H3: 考虑到个人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视角的正向关联(Wu et al., 2014), 且集体主义的作

用更可能在自我、他人的关系卷入和利益冲突中凸

显(Chen et al., 1998), 亲社会正义感的文化启动效

应会受到不公反应视角的调节, 即: 相对于目击者

视角, 得利者、过错者视角下正义感的集体主义效

应更大(研究 2~3)。 

2  研究 1：集体主义特质与亲社会
正义感的关系及共同责任的中介
作用 

鉴于以往正义研究的个人主义偏差, 研究 1 首

先检验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特质对亲社会正义

感的预测效应。进而, 由于集体主义者的正义关切

主要是基于责任原则, 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共同责

任的中介作用。此外, 考虑到集体主义概念的复杂

性, 我们将同时测量共同责任、规范服从这两种道

德动机, 以检验责任原则的特异性。 

2.1  方法 

2.1.1  被试 

利用 G*power 估算样本量, 以社会科学 power 

(1 − β)平均值 0.75 为标准(Richard et al., 2003), 设

定方程自变量的效应量 f2 = 0.15 (郑昊敏 等, 2011), 

α = 0.05, 算得样本量为 89。我们在某高校招募大

学生被试 182 名(其中女生 94 名), 年龄在 18~23 岁

之间(M = 20.09, SD = 1.19)。研究得到被试知情同

意, 问卷在课堂发放, 并当场收回。 

2.1.2  工具 

亲社会正义感的测量采用 18 题中文版亲社会

正义感量表(Schmitt et al., 2010; Wu et al., 2014)2, 

包含目击者(如“某个人原本不该比别人过得差, 这

让我感到不安”)、得利者(如“自己无缘无故过得比

别人好, 会让我有负罪感”)、过错者(如“以牺牲他

人为代价来谋取我自己的利益, 我会有负罪感”)三

种视角, 0~5 点计分(0 = 完全不符, 5 = 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则亲社会正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 量表

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总量表 0.91, 目

                                                           
2 亲社会正义感原始量表 30 题, 本研究采用的 18 题版综合考

虑了之前的 6 题三因子版(Baumert et al., 2014)和 15 题三因子版

(Bondü & Elsner, 2015), 并聚焦不公反应的认知、情绪、动机成

分(Baumert & Schmitt, 2016), 三因子相关模型拟合良好(χ²/df = 

1.98, CFI = 0.95, TLI = 0.94, AGFI = 0.96, RMSEA = 0.07, 

SRMR = 0.05)。具体条目及因子分析过程详见网络版附录 1、

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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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得利者和过错者视角分别为 0.89、0.83 和

0.86。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测量采用 16 题中文版

文 化 价 值 观 量 表 (Triandis & Gelfand, 1998; Wu 

et al., 2014), 包含集体主义(如“我合作者的幸福 , 

对我来说很重要”)、个人主义(如“我经常只是做我

自己的事”) 两个维度各 8 题, 1~7 点计分(1 = 极不

赞同, 7 = 极其赞同)。本研究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

数(Cronbach’s α)为 0.81 (集体主义)和 0.67 (个人主

义), 得分越高表明越可能持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

义文化价值观。 

共同责任、规范服从的测量采用 6 题群体道德

动机量表(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a), 其中文

版由两名能熟练使用汉语和英语的研究生翻译、并

回译, 以确保语言的准确性。考虑到原 10 题量表中

的经济平等、社会放纵等西方政党政治(如自由主

义和保守主义)相关的条目易造成理解偏差和测量

误差, 故本研究采用 6 题简式量表, 共同责任(如

“努力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资源, 对社会中生活更

好的人来说很重要”)、规范服从(如“在一个体面的

社会里, 人们应严格遵照群体价值和习俗”)各 3 道

题。量表采用 1~7 点计分(1 = 极不赞同, 7 = 极其

赞同), 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70 (共同

责任)和 0.62 (规范服从), 得分越高则相应道德动

机越强。 

由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亲社会正义感及道德

动机等关键变量的测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法, 这可能

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周浩, 龙立荣, 2004)。本

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控制, 包括：(1)问卷调查采

用匿名方式进行, 让被试根据自身情况如实作答。

(2)选择信效度较高、且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的量表

作为测量工具, 减少或避免系统误差。(3)数据收集

完成后, 进一步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

方法偏差诊断, 结果发现, 全部 45 个条目共有 5 个

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2, 且首个因子解释 12.21%的变

异, 小于 40%的临界值, 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

明显。 

2.2  结果 

相关分析表明,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及其三种视角、共同责任、规范服从呈显著正相关

(r = 0.30~0.40, 均 p < 0.001), 与个人主义相关不显

著(r = 0.06, p = 0.395); 个人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

的目击者、得利者视角显著正相关(r = 0.16~0.19, 

p < 0.031), 与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过错者视角、

共同责任、规范服从的相关均不显著(r = −0.07~ 

0.12, p = 0.096~0.374)。共同责任与亲社会正义感及

其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显著正相关(r = 

0.27~0.36, p < 0.001); 规范服从与亲社会正义感及

其目击者、得利者视角显著正相关(r = 0.22~0.27, 

p < 0.003), 与亲社会正义感的过错者视角相关不

显著(r = 0.13, p = 0.082)。此外, 女性的亲社会正义

感总分更高(r = 0.15, p = 0.041)。描述统计及其他相

关分析结果, 详见网络版附录表 S1。 

进而, 以集体主义为自变量, 并控制性别、年

龄、共同责任、规范服从、个人主义等变量, 分别

对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种视角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示, 集体主义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正

义感及其目击者、得利者与过错者视角; 个人主义

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视角, 但对亲社

会正义感总分及其得利者、过错者视角的预测效应

不显著。同时, 共同责任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

感及其目击者、得利者与过错者视角, 规范服从对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

角的预测效应均不显著。 
 

表 1  人类被试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回归分析(研究 1) 

变量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B SE B SE B SE B SE 

性别 0.14* 0.07 0.08 0.07 0.15* 0.07 0.12 0.07 

年龄 0.07 0.07 0.06 0.07 0.10 0.07 0.01 0.07 

共同责任 0.24*** 0.07 0.18* 0.07 0.17* 0.08 0.24** 0.08 

规范服从 0.06 0.07 0.12 0.08 0.08 0.08 −0.04 0.08 

个人主义 0.06 0.07 0.14* 0.07 0.11 0.07 −0.11 0.07 

集体主义 0.26*** 0.08 0.19* 0.08 0.18* 0.08 0.26** 0.08 

R2 0.24 0.19 0.17 0.18 

Adj. R2 0.21 0.16 0.14 0.15 

注：性别编码为 1 (女)、0 (男)。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706 心    理    学    报 第 57 卷 

 

此外, 我们还通过 Hayes (2013)简单中介模型

来检验共同责任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

的中介作用。以集体主义为自变量, 亲社会正义感

为因变量, 共同责任为中介变量, 性别、年龄、个

人主义为协变量,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集体主义显著正向预测共同责任, 共同责任

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 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

义感有显著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 且间接效应显

著、置信区间不包含零(B = 0.07, SE = 0.03, p = 

0.016, 95% CI [0.03, 0.14]), 这表明共同责任在集

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 

集体主义对目击者(B = 0.07, SE = 0.03, p = 0.027, 

95% CI [0.02, 0.14])、得利者(B = 0.06, SE = 0.03, 

p = 0.061, 95% CI [0.01, 0.14])、过错者视角(B = 

0.08, SE = 0.04, p = 0.033, 95% CI [0.02, 0.17])亲社

会正义感的间接效应显著或单侧显著、且置信区间

不包含零, 说明共同责任在集体主义和亲社会正义

感目击者、得利者视角、过错者视角之间起显著的

中介作用, 详见网络版附录表 S6。 
 

 
 

图 1  共同责任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 1) 
注: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横线下方为总效应、上方为

直接效应。性别、年龄、个人主义在方程中被控制, 性别编码

为 1 (女)、0 (男)。 

 
此外, 由于规范服从对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

三种视角的预测效应均不显著, 所以不可能在集体

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我们不再对

规范服从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2.3  讨论 

研究 1 从个体的文化特质层面检验了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种视角的关系, 发

现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种视角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效应, 而个人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及其

得利者、过错者视角的预测效应均不显著, 假设 1

得到支持。进而, 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在集体

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种视角之间起显著中

介作用, 假设 2 得到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目

击者视角也有显著的预测效应, 这与以往的研究发

现相一致, 即目击者正义感作为一种自我增强的道

德主张不仅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还会受个人

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作为目击者, 不仅要为他人

的不公遭遇而义愤填膺、耿耿于怀, 还要更加积极

主动地表达道德主张, 为一个不相关的他人挺身而

出(吴胜涛 等, 2020; Wu et al., 2014)。此外, 女性在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得利者、过错者视角上的得

分也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有更强的社会联结倾

向, 故更倾向于对他人的不公表示关切(Rueckert & 

Naybar, 2008; Schmitt et al., 2010)。 

总之, 研究 1 从个体的文化特质层面证明集体

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是亲社会正义感的文化价值基

础; 同时, 尽管共同责任、规范服从均与集体主义

有关, 但只有共同责任作为道德中介机制在集体主

义和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作用。 

3  研究 2：集体主义启动与亲社会
正义感的关系及不公反应视角的
调节作用 

研究 1 从个人特质角度验证了集体主义与亲社

会正义感的关系及其中介机制, 但在多重文化身份

共存的现代社会, 亲社会正义感的集体主义效应是

否可以被启动或操纵, 还未可知。此外, 尽管研究 1

发现了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正向关联, 但不能回答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因果关系, 故研究 2 拟通过文化启动实验探讨集体

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进而, 考虑到不

同视角下个体与不幸他人的利害关系不同, 如目击

者与他人不公遭遇无关、而得利者和过错者与他人

不公遭遇有关, 所以研究 2 还将检验不公反应视角

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调节作用。 

3.1  方法 

3.1.1  被试 

利用 G*power 估算样本量, 以社会科学 power 

(1 − β)平均值 0.75 为标准(Richard et al., 2003), 设

定自变量的效应量 Cohen’s d = 0.50, α = 0.05, 算得

样本量为 114。我们在某高校招募 191 名大学生, 其

中 22 名被试未通过注意力检测(如在“我在本次问

卷调查中撒了不少谎”的题目上回答“比较赞同”或

“极其赞同”), 最终有效被试为 169 名(122 名女性, 

年龄在 18~26 岁之间), 满足样本量要求。根据被试

手机号码最后一位数字(奇数或偶数), 研究者将其

随机分配到集体主义启动组(n = 88)和个人主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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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组(n = 81)。 

3.1.2  材料和程序 

使用乱句组合任务启动被试的集体主义和个

人主义(Oyserman & Lee, 2008)。每位被试被要求对

16 组顺序随机排列的词或短语进行造句, 这些材

料来自于经典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量表(Singelis, 

1994; Triandis & Gelfand, 1998)。在集体主义启动条

件下 , 乱句包含的词或短语(如  “很好” “我感觉” 

“合作时”和“与别人”)可以被重组成与集体主义相

关的句子(如“与别人合作时我感觉很好”); 在个人

主义启动条件下, 乱句包含的词或短语(如“自己的

事情” “只做” “常常”和“我”)可以被重组成个人主

义相关的句子(如“我常常只做自己的事情”)。 

接下来, 考虑到启动实验的后续量表不宜过长, 

我们采用多个量表均重复使用的 4 个集体主义条目

进行操作检验(Gudykunst et al., 1996; Leung & Kim, 

1997; Singelis, 1994), 如“我的幸福取决于我周围

人的幸福” “为了所在团队的利益我会牺牲自己的

利益” “与他人的良好关系比我自己的个人成就更

重要”及“与团队中的其他人保持和谐对我十分重

要”。被试在 1~7 点量尺(1 = 极不赞同, 7 = 极其赞

同)上作答, 量表内部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 0.73。

共同责任和规范服从的测量采用研究 1 的 6 题道德动

机量表(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a; Triandis & 

Gelfand, 1998), 量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分别

为 0.80 (共同责任)和 0.61 (规范服从)。 

为了测量状态性或情境性的亲社会正义感, 研

究向被试呈现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的职场

不公情境。这些情境描述了一次不公平的晋升, 被

试想象自己分别是不公情境中的目击者、得利者、

过错者, 然后对情境中不公待遇的可能心理反应进

行打分, 每种视角包含 4 道自编条目, 完整涵盖了

亲社会正义感的情绪、认知和动机成分(详见网络

版附录 3)。量表采用 0~5 点记分(0 = 完全不符, 5 =  

 

完 全 符 合 ), 全 部 12 个 条 目 的 内 部 信 度 系 数

(Cronbach’s α)为 0.91, 其中目击者、得利者和过错

者视角分别为 0.90、0.91 和 0.95, 且三因子相关模

型拟合良好(χ²/df = 2.11, CFI = 0.97, TLI = 0.96, 

AGFI = 0.96, RMSEA = 0.08, SRMR = 0.04)。 

3.2  结果 

首先考察文化启动的有效性。独立样本 t 检验

的结果表明, 集体主义启动组的被试在集体主义量

表上的得分(M = 4.69, SD = 0.95)显著高于个人主

义启动组被试(M = 4.31, SD = 0.91), t(167) = 2.61, 

p = 0.010, Cohen’s d = 0.40。这表明, 本研究中集体

主义的启动是有效的。 

为检验集体主义启动对亲社会正义感的影响, 

我们以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为自变量, 共同责

任、规范服从、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三种视角分

别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和

图 2 所示,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启动对共同责

任和亲社会正义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 与个人

主义相比, 集体主义启动的被试在共同责任、亲社

会正义感及其得利者、过错者视角的得分更高, 而

目击者正义感、规范服从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接下来 , 我们以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启动

为组间变量, 以不公反应视角(目击者、得利者、过

错者)为组内变量, 性别、年龄为协变量, 进行重复

测量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亲社会正义感存

在显著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F(1, 165) = 11.48, p < 

0.001, η2
p = 0.07)和集体主义启动×不公反应视角的

交互效应(F(2, 330) = 5.55, p = 0.004, η2
p = 0.03), 但

不 公 反 应 视 角 的 主 效 应 未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 F(2, 

330) = 1.79, p = 0.168。具体而言 , 得利者 (F(1, 

165) = 9.15, p = 0.003)、过错者视角(F(1, 165) = 

17.37, p < 0.001)亲正义感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达

到显著水平, 但目击者视角亲正义感的集体主义启

动效应不显著, F(1, 165) = 0.55, p = 0.457。 

 

表 2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启动条件下人类被试的共同责任及三种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研究 2) 

变量 
集体主义启动 个人主义启动 

t p Cohen’s d 
M SD M SD 

共同责任 5.44 0.89 5.05 1.01 2.66 0.009 0.41 

规范服从 4.64 1.19 4.50 0.87 0.83 0.408 0.13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2.67 1.19 2.54 1.06 0.71 0.476 0.11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2.91 1.03 2.44 1.20 2.80 0.006 0.43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3.99 0.87 3.25 1.44 4.09 < 0.001 0.63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3.19 0.74 2.74 1.04 3.25 0.00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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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启动下人类被试的共同责任(A)与目击者(B)、得利者(C)、过错者(D)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进而, 我们还通过 Hayes (2013)简单中介模型

来检验共同责任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

的中介效应。以文化启动(集体主义 = 1, 个人主

义 = 0)为自变量, 亲社会正义感为因变量, 性别、

年龄为协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3 所

示 , 集体主义启动显著正向预测共同责任 , 共同

责任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 ; 集体主义启动

对亲社会正义感有显著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 , 

且间接效应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零(B = 0.13, SE 

= 0.06, p = 0.025, 95% CI [0.02, 0.25])。这表明, 共

同责任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同时 , 集体主义启动与亲社会正义感目

击者(B = 0.10, SE = 0.06, p = 0.083, 95% CI [0.01, 

0.21])、得利者(B = 0.12, SE = 0.06, p = 0.044, 95% 

CI [0.02, 0.24])、过错者视角(B = 0.18, SE = 0.08, p 

= 0.019, 95% CI [0.04, 0.34])的间接效应显著或单

侧显著、且置信区间不包含零, 说明共同责任在集

体主义和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得利者视角、过

错者视角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 详见网络版附录

表 S7。 

此外, 我们也检验了规范服从在集体主义启动

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发现集体主义对

亲社会正义感有显著的总体效应(B = 0.47, SE = 

0.14, p < 0.001)和直接效应(B = 0.44, SE = 0.13, p < 

0.001), 但间接效应不显著、且置信区间包含零(B = 

0.03, SE = 0.04, p = 0.468, 95% CI [−0.05, 0.12]), 这

表明规范服从对集体主义启动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中介作用不显著。 

 
 

图 3  共同责任对亲社会正义感文化启动效应的中介作

用(研究 2) 
注：横线下方为总效应、上方为直接效应, 性别、年龄在方程

中被控制。性别编码为 1 (女)、0 (男), 文化编码为 1 (集体主义)、

0 (个人主义)。 

 

3.3  讨论 

研究 2 从文化情境层面, 发现集体主义(vs. 个

人主义)文化启动的被试报告了更高水平的亲社会

正义感, 并为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

提供了初步证据, 假设 1 再次得到了支持。进而, 共

同责任对亲社会正义感的文化启动效应起显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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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作用, 而规范服从对亲社会正义感文化启动效应

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假设 2 得到支持。同时, 不公

反应视角显著调节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

系, 假设 3 得到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前两个研究的结果均建立在小

样本基础上, 这影响了结果的推广。因此, 接下来

的研究 3 将采用基于海量人类语料库和人类标注训

练的大语言模型, 来验证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

的关系, 以及不公反应视角的调节效应和共同责任

的中介效应。 

4  研究 3：大模型的集体主义角色
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及其作用
机制 

研究 3 拟通过大语言模型来重复验证前两个研

究的发现, 即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作用, 

以及不公反应视角的调节作用和共同责任的中介

效应。尽管大语言模型不同于人类, 也不可能完全

代替人类被试, 但由于其生成内容是基于海量人类

语料库和人类标注训练而来, 因此可被视作是人类

行为判断的平均水平, 且比小样本人类被试更具有

代表性(Dillion et al., 2023); 尤其对于已经在人类

被试身上发现的现象, 通过大语言模型生成的 AI

样本可作为人类被试研究的辅助手段, 并帮助我们

在更大范围内理解人类的行为趋势(Dillion et al., 

2023)。之所以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 , 不是因为其内容生成次数的样本量大小 , 

而是因为其模型推理基于海量语料库和人类标注, 

代表了广泛的人类群体、文化价值观及其认知、情

绪、动机过程——例如, 以 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

型包含了 119 种语言的语料库, 并通过数十万条人

类标注进行训练和优化3。当然, 以 GLM-4 为代表

的国产大语言模型在基础推理、角色扮演能力上已

接近 GPT 的水平，且由于数据资源(如 GPT 中文语

料字数占比不到 0.2%)、中文理解的差异 (Naous 

et al., 2023), 国产大语言模型在中文理解能力上具

有一定优势4。 

同时, 大语言模型通过角色扮演来呈现不同个

体的行为 , 也可以成为人类被试的重要补充(Aher 

et al., 2023)。大语言模型的深度神经网络与人类认

                                                           
3 数据来自：https://github.com/openai/gpt-3/blob/master/dataset_ 

statistics/languages_by_word_count.csv 
4 详见智谱 AI 官网介绍：https://zhipuai.cn/devday。或参见：

https://github.com/THUDM/GLM-4 

知系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是了解人类判断的重要

途径(Meng, 2024; Taylor & Taylor, 2021), 尤其对于

道德等具有明确规范或标准的人类判断 , GPT-3.5

与人类被试的得分高度相关(r = 0.95, 见: Dillion 

et al., 2023), GPT-3.5-Turbo 与 GPT-4 在大五人格以

及信任、合作、竞争等道德相关决策的行为分布与

50 多个国家数万名人类被试的随机样本均无显著

差异(Mei et al., 2024)。但 GPT 的价值导向偏向西

方个人主义(Cao et al., 2023), 因此本研究优先考虑

国产 GLM-4 作为数据采集的平台。 

4.1  方法 

利用 G*Power 估算样本量, 以社会科学 power 

(1 − β)平均值 0.75 为标准(Richard et al., 2003), 设

定方程自变量的效应量 Cohen’s d = 0.50, α = 0.05, 

算得样本量为 114。我们采用智谱 AI 开发的 GLM

作 为 大 语 言 模 型 样 本 的 数 据 收 集 途 径 , 通 过

GLM-4 版本 API 接口进行对话。GLM 的输入为提

示词, 输出为其生成的问题答案, 随机性为其默认

值(temperature = 1)。总样本量为 200,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角色的样本量均为 100, 满足样本量要求。 

提问分为系统提示词和用户提示词两部分, 前

者设定对话的背景, 以调用恰当的基础模型; 后者

设定特定角色 , 并提出具体的问题请求(Shanahan 

et al., 2023)。在系统提示词中, 解释“集体主义”和

“个人主义”的概念(Markus & Kitayama, 2010; Oyserman 

et al., 2002)5, 以帮助其更好理解对话背景。在用户

提示词中, 分别以“作为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者”和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开头, 然后进行集体

主义、共同责任、规范服从和三种视角亲社会正义

感的相关提问, 问题情境、测量条目与研究 3 类似。

同时, 考虑到对话情境和评价对象的清晰界定、评

分与文字解释的一致性(Dillion et al., 2023), 测量

条目的主语统一为第二人称“你” (如“你的幸福取

                                                           
5 系统提示词为：文化包含多个维度,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

被 讨 论 最 为 广 泛 的 两 种 文 化 价 值 观 。 一 般 而 言 , 集 体 主 义

(collectivism)强调互依自我、社会规范和道德责任; 集体主义者

通常更多考虑社会关系、环境因素(而不是能力、努力等个人因

素), 且在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家庭关系、合作团队中更倾向于

自我约束、并关心他人利益, 而对外群体或与自己无利害关系

时表现比较谨慎。相反 ,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强调独立自

我、个人选择和自由权利; 个人主义者通常更多考虑能力、努

力等个人因素(而不是社会关系、环境因素), 且在与自己有利害

关系的家庭关系、合作团队中更倾向于自我增强、并关心自身

利益, 对外群体或与自己无利害关系时也表现比较直接。请你

根据用户的要求回答问题, 并逐题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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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你周围人的幸福”), 并要求先做文字解释、再

打分, 且分数不能与文字解释相冲突。 

对于 GLM-4, 集体主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Cronbach’s α)为 0.98, 共同责任、规范服从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8、0.97, 三

个情境 12 题亲社会正义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为 0.91, 其中目击者、得利者和过错

者视角分别为 0.82、0.96 和 0.94。 

4.2  结果 

操作检验显示, GLM-4 集体主义角色在集体主

义量表上的得分(M = 5.63, SD = 1.54)显著高于个

人主义角色(M = 3.14, SD = 0.39), t(198) = 15.67, 

p < 0.001, Cohen’s d = 2.22, 表明集体主义(vs. 个

人主义)角色扮演是有效的。关键变量的描述统计

及相关分析详见网络版附录表 S3。 

为检验角色扮演对亲社会正义感的影响, 我们

以文化角色(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为组间因素, 共

同责任、规范服从、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三种视

角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3 和图 4

所示, GLM-4 集体主义角色在共同责任、规范服从、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

角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个人主义角色。 

 
表 3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角色下 GLM-4 的亲社会正义感得分及其组间差异检验(研究 3) 

变量 
集体主义角色 个人主义角色 

t p Cohen’s d 
M SD M SD 

共同责任 5.96 1.28 2.07 0.41 28.93 < 0.001 4.09 

规范服从 4.64 1.60 1.38 0.19 20.20 < 0.001 2.86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3.17 0.51 3.02 0.56 2.05 0.042 0.29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3.90 0.46 1.44 0.38 41.49 < 0.001 5.87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4.77 0.29 3.35 0.84 15.98 < 0.001 2.26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3.95 0.32 2.60 0.46 23.80*** < 0.001 3.37 

 

 
 

图 4  GLM-4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角色的共同责任(A)与目击者(B)、得利者(C)、过错者(D)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 
注：*** p < 0.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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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我们以 GLM-4 文化角色为组间变量 , 

以不公反应视角为组内变量, 对亲社会正义感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亲社会正义感存在

显著的文化角色效应(F(1, 198) = 566.23, p < 0.001, 

η2
p = 0.74), 不公反应视角效应(F(2, 396) = 537.85, 

p < 0.001, η2
p = 0.73), 及文化角色×不公反应视角的

交互效应(F(2, 396) = 356.24, p < 0.001, η2
p = 0.64)。

即 相 对 于 目 击 者 (Cohen’s d = 0.29), 得 利 者

(Cohen’s d = 5.87)、过错者(Cohen’s d = 2.26)视角正

义感的文化角色效应更大。 

进而, 我们还通过 Hayes (2013)简单中介模型

来检验共同责任在大语言模型角色与亲社会正义

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以 GLM-4 角色(集体主义 = 1, 

个人主义 = 0)为自变量, 亲社会正义感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 GLM-4 集体

主义角色显著正向预测共同责任, 共同责任显著正

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 角色对亲社会正义感有显著

的总体效应和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显著、且置信区

间不包含零(B = 0.45, SE = 0.11, p < 0.001, 95% CI 

[0.26, 0.68]), 表明共同责任在 GLM-4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角色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对于亲社会正义感的三种视角, 文化角色对目

击者(B = 0.54, SE = 0.15, p < 0.001, 95% CI [0.28, 

0.85])、得利者(B = 0.55, SE = 0.13, p < 0.001, 95% 

CI [0.33, 0.82])、过错者视角(B = 0.26, SE = 0.12, 

p = 0.027, 95% CI [0.02, 0.48])的间接效应显著、且

置信区间不包含零, 说明共同责任在文化角色和亲

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详见网

络版附录表 S8。 
 

 
 

图 5  共同责任对亲社会正义感的 GLM-4 集体主义、个

人主义角色差异的中介作用(研究 3) 
注：横线下方为总效应、上方为直接效应。文化角色编码为 1(集

体主义)、0(个人主义)。 

 

此外, 我们也检验了规范服从在集体主义角色

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发现 GLM-4 集

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有显著的总体效应(B = 0.90, 

SE = 0.11, p < 0.001)和直接效应(B = 0.96, SE = 

0.13, p < 0.001), 但间接效应不显著、且置信区间包

含零(B = −0.07, SE = 0.05, p = 0.171, 95% CI [−0.05, 

0.12]), 表明规范服从对集体主义角色与亲社会正

义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进而, 考虑到尽管美国 GPT 开创了大语言模

型的行业标准 , 其角色扮演效应对于理解文化产

品中的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采用 GPT-4o 对上述 GLM-4 的结果进行重复

验证。结果发现, GPT-4o 集体主义角色在亲社会正

义感总分及其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上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个人主义角色 , 且这一文化角色效

应受到不公反应视角的调节 , 即相对于目击者正

义感 , 得利者、过错者正义感的文化角色效应更

大。同时, 表明共同责任在 GPT-4o 文化角色与亲

社会正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规范服从对集体

主义角色与亲社会正义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详见

网络版附录 4。 

4.3  讨论 

研究 3 通过大语言模型重复验证了基于人类被

试的发现, 即相对于个人主义角色, 集体主义角色

的 GLM 在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目击者、得利者、

过错者视角均有更高得分, 假设 1 再次得到支持。

进而, 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在文化角色(集体主

义 vs. 个人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及其三种视角之

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2 得到支持。此外, 集体主义

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效应受到不公反应视角的

显著调节, 假设 3 得到支持。 

大语言模型对人类被试结果的重复验证, 与近

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开创性研究相一致, 即大

语言模型可以重复人类被试的道德判断, 且前者在

样本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Dillion et al., 2023; Mei 

et al., 20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相对于研究 2 中

人 类 被 试 的 集 体 主 义 启 动 效 应 (Cohen’s d = 

0.11~0.63), 研究 3 通过大语言模型的角色扮演发

现 集 体 主 义 促 进 亲 社 会 正 义 感 的 效 应 量 更 大

(Cohen’s d = 0.29~5.87), 同时目击者视角下正义感

的集体主义角色效应也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 大

语言模型不仅可以模拟人类被试的反应, 而且还放

大了人类社会的集体主义及其对亲社会正义感的

角色效应。 

5  综合讨论 

亲社会正义感是他人取向的、对不公遭遇的普

遍关切和心理反应, 探讨其文化价值基础和作用机

制对于反思以往正义感研究的文化偏差、培养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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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正义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人类

被试和大语言模型, 从文化特质、文化情境、文化

产品等层面系统探讨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

的关系, 为理解正义研究偏差及正义感的发生机理

提供了文化心理框架; 进而, 我们还发现共同责任

(而非规范服从)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

中介作用, 揭示了正义研究由权利向责任转型的文

化、道德路径。 

5.1  文化与正义感 

正义是人类个体的根本动机和人类社会的重

要美德, 但其表现形式则深受文化的影响(Fischer, 

2016)。罗尔斯创立正义论的时期正值个人主义盛

行的年代(Rawls, 1958, 1963), 研究者将正义的道

德主体建立在不受社会依存关系限制的个体化自

我之上, 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忽视他人利益和公共

生活(Sandel, 1982/1998); 受此影响, 心理学家也多

从受害者视角来理解和回应社会不公, 并将其作为

正义研究的基本范式, 以致正义感变成了一种以正

义之名而引发的利益算计或心理防御, 最终“丢失

了”正义本身——正义变成了原本应该亲社会、而

实际却可能反社会的道德“双刃剑” (Hafer & Sutton, 

2016; Lerner, 2003)。 

本研究基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心理学

框架回应了以往正义研究的文化偏差问题, 对理解

正义的文化差异及正义的本质具有重要启发。首先, 

从集体主义出发反思正义的个人主义局限, 是对以

往正义研究生物学、政治学路径的重要拓展。从生

物学的角度看, 正义动机是进化而来的, 所以人类

个体的正义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跟灵长类动物类似, 

主要表现为对自身不公或不利处境的初阶反应(如

抗议不公), 其次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长远

利益而关切他人不公遭遇的高阶反应(Brosnan & 

de Waal, 2014)。不同于正义的生物学反思, 政治心

理学从社区和社会团结角度(Haidt & Graham, 2007)

反思个人主义(或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及正义的

局限, 并提出关爱、公平、忠诚、权威、纯洁等多

重道德基础理论, 超越了以正义为核心的道德理论

——当然, 这一反思路径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正义的

局限具有重要启发, 但终究还是在正义的外围来思

考和解决问题, 并未真正解决正义本身的问题。文

化心理研究表明, 相对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

并非不重视正义, 而是关注正义的方式不同, 如集

体主义文化下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更强调多方互动

中 的 话 语 权 或 程 序 正 义 (Brockner et al., 2000; 

Brockner et al., 2005)。 

进而, 相对于以往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

相关研究(Baumert et al., 2020; Wu et al., 2014), 我

们在变量因果关系、亲社会正义感的内在统一性、

集体主义的道德动机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拓展。以往

研究要么只关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某一视

角的关系, 要么未对集体主义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直

接检验, 而我们的三项研究一致地证明了集体主义

对亲社会正义感多种视角的促进效应以及共同责

任的中介作用, 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文化与正义感关

联的内在逻辑与因果关系, 也为不同视角亲社会正

义感的内在统一性提供了证据, 是对以往从测量学

及心理成分、生理基础等角度探讨亲社会正义感心

理 特 征 的 重 要 拓 展 (Baumert & Schmitt, 2016; 

Schmitt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22)。尤为重要的

是, 以往研究也没有从责任原则出发, 来反思和面

对正义研究的文化、道德转型, 而本研究集体主义

文化下的“亲社会正义感”更多是基于对他人的责

任, 从道德动机层面阐明了集体主义责任正义与个

人主义权利正义的区别。这一发现与西方学者所倡

导的后个人主义及其道德转型相一致, 即从强调个

人权利到强调社会责任(Newfield, 2021; Sadowski, 

2023), 或从贪婪自私、自恋的极端个人主义到责任

取向、去中心化的社群主义(Collier & Kay, 2020)。

正是在这一文化与道德的转型中, 我们才意识到作

为权利的正义与作为责任的正义存在根本区别, 特

别是随着那些标榜正义的个人主义精英变得缺乏

同情、无视规范、自私贪婪时(Piff et al., 2012), 建

立一种全新的、基于责任的正义就显得格外的紧

迫。我们聚焦正义感的亲社会属性, 发现集体主义

通过共同责任的道德动机来促进亲社会正义感, 重

新定义了正义的责任本质, 并重申了正义在后个人

主义社会的重要性。 

其次, 本文从三个层面系统验证了集体主义与

亲社会正义感的正向关联, 为通过集体主义培育亲

社会正义感提供了多重文化心理路径。文化心理学

经 历 了 多 次 研 究 范 式 转 型 , 例 如 从 文 化 主 义

(culturalism)到文化汇聚 主义 (polyculturalism), 前

者强调静态的社会分类和个体差异、后者强调动态

的社会建构与情境互动(Morris et al., 2015); 研究

1~2 揭示了文化影响亲社会正义感的个体特质差异

及情境启动条件, 正是范式转型的体现, 也证明了

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具有因果性和可

塑性。进而, 研究 3 基于大语言模型这一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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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验证了人类被试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

促进效应——前者基于海量人类语料库和人类标

注训练而来, 其结果甚至可能比人类小样本、特定

文化的结果更有代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 主流大

语言模型的基础模型主要基于西方语料库和行为

标注数据, 必然存在语言及文化偏差(Naous et al., 

2023), 这为反思正义研究文化偏差、并探讨大语言

模型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我们发现, 

相对于人类被试, 大语言模型集体主义角色促进亲

社会正义感的效应量更大, 这意味着大语言模型不

仅是模拟人类被试的方法, 而且可能由于文化偏差

而放大人类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及相应道德倾向。此

外, 相对于社会现实, 数字智能产品中的文化偏差

更为突出和严峻, 其是否公平、并承担社会责任等

伦理议题的优先性甚至高于技术本身 (Cabrera & 

Weber, 2023; Xie, 2024), 而人工智能可否作为伦理

议题的道德主体是颇具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

通过大语言模型角色扮演探讨人工智能作为道德

主体的伦理可行性, 为智能社会或人机共生的未来

社会评价、培养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做出了有

益尝试; 尤其在人类行为越来越多受到人机互动情

境影响影响的智能时代, 模仿和设计具有集体主义

和共同责任感、对他人不公遭遇做出亲社会反应的

智能体或角色就显得格外重要(Oliveira et al., 2021; 

Zhao et al., 2024)。 

5.2  亲社会正义感的责任原则 

从正义研究的文化与道德转型角度来看, 亲社

会正义感是责任正义的重要体现, 也是后个人主义

社会的一项积极心理品质。本研究发现, 共同责任

在集体主义和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揭示

了集体主义促进亲社会正义感的道德动机, 对正义

研究以及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交错并行的现代

社会开展基于责任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启发。 

首先, 共同责任或道德义务主体的他人关切是

集体主义者的主要道德动机(Kitayama & Salvador, 

2024; Miller & Bersoff, 1992), 该动机有助于其从

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对他人的不公遭遇做

出亲社会的心理反应 , 因此 , 正义感从权利防御

(甚至反社会)转向亲社会的重要价值基础是集体主

义的责任取向; 尤其在涉及自我、他人利害关系冲

突时, 道德责任的履行常常会与其他道德原则相冲

突(如目击者、得利者视角需要个体即便在自己没

有过错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此时集体主

义对道德义务主体责任感的发生起到重要价值指

引作用(Brewer & Chen, 2007; Chen et al., 1998)。 

进而, 尽管集体主义文化同时强调共同责任和

规范服从, 但前者的重要程度显然大于后者(见表

1~2、网络版附录表 S1~S2)。由于集体主义概念的

复杂性, 集体主义与正义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一

直未得到很好的澄清(Fischer, 2016), 而我们的研

究从共同责任、规范服从这两个集体主义道德动机

出发, 发现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在集体主义与

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就道德动机而言, 

共同责任与规范服从是一对范畴, 二者分别从指引

(prescriptive)和禁止 (proscriptive)两种行为调节焦

点来影响道德行为, 前者聚焦公平促进和应该做什

么(如行善助人、主动做好事), 后者聚焦秩序维稳

和 不 应 该 做 什 么 ( 如 禁 止 违 规 、 担 心 受 惩 罚 ) 

(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a)。同时, 亲社会正

义感的前提是他人受到不公对待(即正义规范的违

反), 亲社会正义感的激发更多是在正义规范被打

破时直面不公的强烈认知情绪反应和重建正义的

深思和动力, 而非对不公行为的评价和对正义规范

的服从(Baumert & Schmitt, 2016; Schmitt et al., 

2010), 前者更多需要的是基于群体关系的共同责

任及其助人动机(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b)。

因此, 基于公平促进与指引道德的共同责任、而非

基于秩序维稳与禁止道德的规范服从才是道德义

务主体践行亲社会正义的心理动力, 这澄清了集体

主义文化下社会正义的责任原则(Miller & Bersoff, 

1992), 也 暗 示 了 秩 序 维 稳 可 能 带 来 的 正 义 困 境

(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b)。 

5.3  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因素 

正义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权利正义的反思, 

而且在关系中会凸显(Peters & van den Bos, 2008)。

本研究发现, 不公反应视角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

义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这一发现揭示了亲社会正义

感三种视角的差异性 , 以及正义背后关系的重要

性。首先, 尽管亲社会正义感的过错者、得利者、

目击者视角均表示对他人不公遭遇的关切, 但关切

他人时的关系指向不同, 因此其道德认知、情绪和

行为动机也有细微差别。具体而言, 目击者视角是

道德主体对正义价值的明确主张及对违规者进行干

预的道德勇气, 与愤怒等基本情绪有关(Halmburger 

et al., 2015); 得利者、过错者视角是道德主体对不

公行为的自我评价和反思以及对受害者的补偿, 与

内疚等复杂的社会情感有关(Baumert, & Schmitt, 

2016)。研究 1 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均显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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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 说明目击者视角不仅

需要集体主义的他人取向, 还需要个人主义对正义

价值的积极主张和勇敢行动, 正是因为目击者视角

的关系指向是违规者以及超越于具体人际关系的

正义价值(Schmitt et al., 2010; Wu et al., 2014)。 

其次, 亲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的关系卷入程度

不同, 因此重视关系背景的集体主义对不同视角亲

社会正义感的预测效应是不同的。在本研究中, 涉

及更多自我−他人关系卷入的得利者、过错者视角

(vs. 目击者视角)亲社会正义感的集体主义效应更

大(研究 2~3), 这不同于基于个人主义文化及其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利正义原则(Miller & Bersoff, 

1992), 而符合集体主义的关系正义原则 (Fischer, 

2016; Wielsch, 2013)。具体而言, 与目击者视角相

比, 得利者、过错者视角涉及到更多的自我−他人

关系卷入和利益冲突, 即他人的不公遭遇与“我”有

关或由“我”引起, 此时互依自我的道德义务主体更

有可能激活, 并在面对他人不公时展现(或模仿)出

亲社会的心理反应能力。尽管有人认为集体主义更看

重社会和谐, 而较少关注正义原则, 甚至信奉“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原则(Fischer, 2016)——但

他们忽视了集体主义者对利害关系、群己边界的考

量(Markus & Kitayama, 2010; Yum & Canary, 2009)。 

5.4  局限与展望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 研究方

法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如研究 1 的集体主

义、道德责任、规范服从、亲社会正义感等关键变

量均通过自我报告的方法进行测量。虽然自我报告

测量方法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但采用包括行为观

察和评分在内的多种方法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

靠性 , 并对亲社会正义感的行为成分 (如“挺身而

出”)进行更加直接的测量; 尽管研究 2 证明了集体

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 但是启动效应往

往是短暂的, 未来的研究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以

更好地理解和评估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影

响, 并全面考察它们的动态性和稳定性; 研究 3 通

过大语言模型集体主义角色生成的亲社会正义感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但其结果也依赖于模型背后的

数据集和价值对齐标准(如 GLM-4 角色扮演放大了

人类被试的文化启动效应), 未来研究还须揭示大

语言模型背后的数据基础和伦理机制, 并通过文化

微调的形式强化集体主义、弱化个人主义, 并积极

引导正义相关的内容生成向着亲社会的方向设计

和发展(Cao et al., 2023; Naous et al., 2023); 三项研

究主要基于中国被试和大语言模型这两种研究对

象, 并没有进行跨文化比较或同文化群体内的异质

子群体比较, 未来研究可招募典型的个人主义、集

体主义文化群体来对亲社会正义感的文化基础进

行更严格的检验。 

其次, 集体主义是复杂、多维的概念, 但本研

究将其作为一般价值观量表来测量, 且仅检验了共

同责任、规范服从这两个道德动机, 可能忽略了其

他重要文化变量(如整体思维、宗教信仰)和人格变

量(如同理心、道德勇气), 它们也可能与亲社会行为

正向或负向的关联(Gerpott et al., 2018; Oyserman 

et al., 2002)。尤其同理心或共情也是面向他人不公

遭遇时的常见心理反应, 且常表现在集体主义者身

上(Kraus et al., 2010; Stinson & Ickes, 1992); 以往

研究发现, 同理心与亲社会正义感的目击者视角正

相关, 这与正义的目击者对无关他人的积极关注和

普遍同情有关(Schmitt et al., 2005; Wu et al., 2014)。

但考虑到亲社会正义感背后的情绪一般是愤怒、愧

疚等与报复、补偿等行为相关的趋近情绪(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而同理心可能还不足以成为

重 建 正 义 的 激 发 力 量 (Baumert et al., 2013; 

Nudelman et al., 2024), 因此同理心与集体主义、亲

社会正义感的关系暂未在本研究中加以考虑, 但有

待未来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对不公的“自

信表达”和“挺身而出”并非心理健康领域的积极情

绪, 而与直面不公的“愤怒”、“内疚”等负性情绪有

关, 未来在亲社会正义感及相关因素的测量中可加

入道德自信、道德勇气等更加积极主动、表面效度

更高的问卷条目, 以及生态效度更高的行为指标。 

此外, 亲社会正义感的表达可能会受到群体身

份的影响 , 也是理解和解决群体关系的重要路径

(Baumert & Schmitt, 2016), 但本研究并没有对其

背后的群体身份或情境进行操控和检验。首先, 社

会互动中的正义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归

属的需要(Fischer, 2013; Kenrick et al., 2010), 但本

研究中亲社会正义感的不公反应对象是没有特定

关系的陌生人(外群体), 而不是有特殊关系的家人

或朋友(内群体), 未来研究可以检验不公反应对象

或道德主体的群体身份对亲社会正义感具体表现

的影响, 以及集体主义的作用。此外, 亲社会正义

感本身就反映了对弱势群体(受害者)的关切, 其三

种视角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优势群体(得利者、

过错者)或第三方群体(目击者)的身份, 未来研究可

在群体层面重复验证以往个体水平的研究发现,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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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讨亲社会的群体正义感问题 (Baumert et al., 

2022)。当然, 集体主义促进亲社会正义感的边界条

件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可能因素, 例如道德情境(受

害者的不公遭遇是否涉及人身伤害)、社会距离(受

害者是否为被试的家人或朋友), 这些都可能会影

响个体对他人不公遭遇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

(Nudleman et al., 2024), 并有待未来研究进行具体

考察。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 但本研究揭示了亲社会正

义感的文化价值基础和道德机制, 这为亲社会正义

感的发展和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即通过价值识别

和干预来预测、并提升亲社会正义感, 在道德教育

实践中是可能的。集体主义和共同责任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稳定的特质, 也包含可变的状态成分, 后

者为道德发展、教育提供了可能 (Fleeson, 2001; 

Steyer et al., 1999)。集体主义和亲社会正义感不仅

在特质层面显著关联(研究 1), 而且在状态层面可

被激活和改变(研究 2), 并通过大语言模型来塑造

和扮演(研究 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 2 采用的

乱句组合任务是一种内隐启动范式, 这证明了集体

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影响可以在潜意识里发生, 

与外显任务中的道德说教截然不同, 这对理解道德

判断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充斥着海量、多元信息的

现代社会开展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启发。 

6  结论 

我们聚焦正义感的亲社会属性, 通过多种方法

检验了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效应及其

道德机制, 为正义研究从权利到责任的转型做出了

重要探索。主要结论如下： 

(1)从心理学角度回应了以往正义感研究的文

化偏差问题, 并发现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

进效应及共同责任的中介效应。这不同于个人主义

文化下道德主体的权利主张, 而体现了集体主义文

化下正义感的责任原则。进而, 基于公平促进与指

引道德的共同责任、而非基于秩序维稳与禁止道德

的规范服从才是道德义务主体践行亲社会正义的

心理动力, 澄清了集体主义文化下责任正义的道德

内涵和边界, 以及秩序维稳可能带来的正义困境。 

(2)探讨不公反应视角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

义感的调节作用, 这有助于澄清正义表达的关系机

制, 以及亲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的差异性, 以及正

义背后关系的重要性。相对于目击者视角, 涉及自

我−他人关系卷入的得利者、过错者视角亲社会正

义感的集体主义效应更大, 这说明集体主义文化下

并非正义不重要或不被重视, 而是只有在利害关系

中才会凸显出来。 

(3)采用多种方法及人类被试、大语言模型相互

验证的范式, 为复杂文化心理变量的测量提供了新

的解决方案, 并探讨了人工智能作为道德主体的伦

理优先性和可行性。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

进效应, 不仅可以发生在人类被试的个体文化特质

层面(研究 1), 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可操纵的社会文

化情境层面(研究 2), 以及大语言模型这一文化产

品中(研究 3)。 

总之, 本研究揭示了亲社会正义感的文化价值

基础及其道德机制,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正义研究从

权利到责任的文化、道德转型, 以及通过价值观塑

造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或情境条件; 在实践层面, 本

研究也启发我们制定有效的识别、干预措施, 在文

化错综复杂的后个人主义社会及智能时代的大语

言模型中培养和塑造他人取向的亲社会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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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justic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ism, which overemphasized the 
calcul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while genuine justice dispositions reflect prosocial 
concerns for others’ suffering rather than self-centered concerns for one’s own interests. As a response to this 
cultural bias of justice research, the present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prosocial facets of justice sensitivity (JS) 
from the observer, beneficiary, and perpetrator perspectives, and examined whether and how prosocial JS was 
shaped by collectivism related to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reac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Thre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ultural traits and an experiment of cultural 
priming upon human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a role play of cultural products like Large Language Models (e.g., 
GLM-4). Firstly,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collectivist/individualistic traits, prosocial JS, and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norm conformity (n = 182, Study 1). Next, 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 
was primed via scrambled sentence tasks (n = 155, Study 2) and role playing in GLM-4 (n = 200, Study 3), and 
then situational collectivism, prosocial JS,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and norm conformity were measured.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prosocial JS, a repeated-measured MANOVA was used to 
further test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reaction perspective (observer vs. beneficiary vs. perpetrator), and a simple 
mediation model was used to test the possible mediation effects of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and norm 
conformity. 

In Study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llectivism (but not individualism)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social 
JS and its three facets, and this effect was mediated by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but not norm conformity). In 
Study 2, priming 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 led to greater prosocial JS. Study 3 revealed that GLM-4 
playing as the collectivist role, generated higher scores on prosocial JS, compared to those playing as the 
individualistic role. Moreover, a 2 (culture: 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 x 3 (perspective: observer vs. 
beneficiary vs. perpetrator) repeated-measure MANOVA revealed a significant moderation effect of perspective 
on collectivism and prosocial JS. In particular, compared to the observer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ism 
on prosocial JS were stronger in beneficiary and perpetrator perspectives (Studies 2~3). 

Based on a range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he current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prosocial JS is 
shaped by collectivism, and this effect was mediated by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but not norm conformity) and 
moderated by reaction perspective, which represents a cr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shift of justice research 
paradigms from a focus on individual rights to communal responsibilities. This research offers insights into 
strategies for nurturing other-oriented prosocial justice within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a post-individualism 
society and the burgeoning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prosocial justice sensitivity, collectivism, post-individualism, personal interest,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norm com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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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亲社会正义感量表 

指导语：面对不公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您会如何反应呢？请分别在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三种不同视角下, 判

断自己是否符合下列每一条目所列的反应, 并在相应的选项(0 = 完全不符, 5 = 完全相符)上划“√”。 
 

 完全不符．．．． 完全相符．．．． 

他人遭遇不公．．．．．．、处于不利位置的情况： 

1 当某个人没有得到原本他该得的东西时, 我会感到恼火。 0 1 2 3 4 5 

2 我难以忍受其他人单方面从某个人身上获利。 0 1 2 3 4 5 

3 当某个人得到的发展机会比别人少时, 我会感到惴惴不安。 0 1 2 3 4 5 

4 某个人原本不该比别人过得差, 这让我感到不安。 0 1 2 3 4 5 

5 某个人努力奋斗才能得到别人轻易获得的东西, 这让我感到烦恼。 0 1 2 3 4 5 

6 当某个人无缘无故得到比其他人更差的待遇时, 我会耿耿于怀。 0 1 2 3 4 5 

自己处于有利位置的情况：．．．．．．．．．．．．  

7 当我得到原本别人该得的东西时, 我会感到不安。 0 1 2 3 4 5 

8 我难以忍受自己单方面从别人身上获利。 0 1 2 3 4 5 

9 当我得到的发展机会比别人多时, 我会感到惴惴不安。 0 1 2 3 4 5 

10 自己无缘无故过得比别人好, 会让我有负罪感。 0 1 2 3 4 5 

11 自己轻易得到了别人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这让我感到烦恼 0 1 2 3 4 5 

12 当自己无缘无故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时, 我会耿耿于怀。 0 1 2 3 4 5 

自己对他人不公．．．．．．．的情况：  

13 当我从别人那里拿走了原本我不该得的东西时, 我会感到压抑。 0 1 2 3 4 5 

14 我不能忍受“利用他人”的感觉。 0 1 2 3 4 5 

15 当我剥夺了他人的发展机会时, 我会感到惴惴不安。 0 1 2 3 4 5 

16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谋取我自己的利益, 我会有负罪感。 0 1 2 3 4 5 

17 使用伎俩使自己得到别人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会让我感到烦恼。 0 1 2 3 4 5 

18 当我无缘无故对某个人比对其他人更不友好时, 我会耿耿于怀。 0 1 2 3 4 5 

 

附录 2: 亲社会正义感量表的因子分析 

亲社会正义感量表原本 30 个条目, 包含目击者、得利者和过错者三个维度, 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拟合指数

较差(χ²/df = 4.82, CFI = 0.78, TLI = 0.76, AGFI = 0.88, RMSEA = 0.10, SRMR = 0.10)。接下来, 我们对 372 个被试按样

本分类, 一个样本(n = 157)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 另一个样本(n = 208)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 30

题亲社会正义感量表可析出 3 个因子, 但存在载荷小于 0.4 的 6 个条目、无明显表示他人不公遭遇的 12 个条目(如“当

我得到的待遇比别人好时, 我会有负罪感”)。剩余 18 个条目包括情绪成分(如“当我得到原本别人该得的东西时, 我会

感到不安”)、认知成分(如“当自己无缘无故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时, 我会耿耿于怀”)和动机成分(如“我难以忍受自己

单方面从别人身上获利”), 涵盖 6 题简版的全部条目(Baumert et al., 2014)及 15 题简版的 9 个条目(Bondü & Elsner, 

2015), 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 3 个因子共解释方差 59.26%。针对 18 题亲社会正义感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三因

子相关模型拟合良好(χ²/df = 2.37, CFI = 0.92, TLI = 0.90, AGFI = 0.95, RMSEA = 0.08, SRMR = 0.06), 但三因子独立模

型拟合较差(χ²/df = 10.02, CFI = 0.54, TLI = 0.49, AGFI = 0.93, RMSEA = 0.21, SRMR = 0.26)。因此, 我们采用三因子

相关模型。 

 

附录 3：亲社会正义感的情境测量材料 

指导语: 面对下述情境, 您将做何反应？请判断自己是否符合下列每一条目所列的反应, 并在相应的选项(0 = 

完全不符, 5 = 完全相符)上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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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情境材料 亲社会正义感的测量条目 

目击者 假设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你注意到公司的两名员工同时开始工

作, 而且他(她)们的工作很类似。实际上, 只要他(她)们中任何

人需要帮助, 他(她)们都会经常互相帮助。你知道其中一位员

工 A 比另一位员工 B 更胜任这份工作, 并且你注意到 A 在工

作中投入了更长的时间, 比如周末和假期也在加班。有一天, 

公司老总约见他(她)们, 告诉他(她)们有一个高管的职位正缺

人。老总说这两名员工是主要的候选人, 并最后决定选 B 担

任该高管职位。 

1. 员工 A 没有得到原本该得的升职机会, 这让我感到不安。

2. 我难以忍受员工 B 单方面得到比员工 A 更好的升职机会。

3. 对于员工 A 原本不该比员工 B 得到更差的升职机会, 

我感到很恼火。 

4. 对于员工 A 无缘无故得到比员工 B 更差的待遇, 我会

耿耿于怀。 

得利者 假设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你和一位同事同时开始工作, 而且你

们的工作很类似。实际上, 只要你们中任何人需要帮助, 你们

经常都会互相帮助。你知道这位同事比你更胜任这份工作, 并

且你注意到这位同事在工作中投入了更长的时间, 比如周末

和假期也在加班。有一天, 公司老总约见你, 告诉你有一个高

管的职位正缺人。老总说你和这位同事是主要的候选人, 并最

后决定选你担任该高管职位。 

1. 我得到原本同事该得的升职机会, 这让我感到不安。

2. 我难以忍受自己无缘无故得到比同事更好的升职机会。

3. 对于我自己轻易得到同事共同努力才得到的升职机会, 

我会有内疚感。 

4. 对于我自己无缘无故得到比同事更好的待遇 , 我会久

久不能释怀。 

过错者 假设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你和一位同事同时开始工作, 而且你

们的工作很类似。实际上, 只要你们中任何人需要帮助, 你们

经常都会互相帮助。你知道这位同事比你更胜任这份工作, 并

且你注意到这位同事在工作中投入了更长的时间, 比如周末

和假期也在加班。有一天, 公司老总约见你, 告诉你有一个高

管的职位正缺人。你跟老总交谈时, 把同事做的工作都算在自

己头上, 老总最后决定选你担任该高管职位。 

1. 我拿走了原本同事该得的升职机会, 这让我感到不安。

2. 我难以忍受自己利用同事、从而得到更好的升职机会。

3. 对于我牺牲同事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升职机会, 我会

有负罪感。 

4. 对于自己无缘无故对同事不友好, 我会久久不能释怀。

 

附录 4：GPT 集体主义角色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尽管美国 GPT 的中文语料字数仅占 0.16%6, 对中文任务和集体主义文化的的处理主要靠翻译而非中文训练模型

本身, 理解难免出现偏差(Zhou et al., 2023), 但是其开创了大语言模型的行业标准, 其角色扮演效应对于理解文化产

品中的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采用 GhatGPT-4o 对上述 GLM-4 的结果进行重复验证。 

研究方法 

与研究 3 类似, 我们通过 GhatGPT-4o 版本 API 接口进行对话, 输入为提示词, 输出为其生成的问题答案, 随机

性为其默认值(temperature = 1)。GPT-4o 的随机性(temperature)也设定为 1,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角色的样本量各 100, 

满足样本量的要求。对于 GPT-4o, 集体主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8, 共同责任、规范服从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8、0.72, 三个情境 12 题亲社会正义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6, 其中目击者、得利者和过错者视角分别为 0.91、0.98 和 0.97。分数越大表示集体主义、共同责任、规范服从和

亲社会正义感的得分越高。 

结果 

操作检验显示, GPT-4o 集体主义角色的集体主义得分(M = 6.64, SD = 0.25)显著高于个人主义角色(M = 2.40, SD = 

0.37), t(198) = 94.59, p < 0.001, Cohen’s d = 13.38, 这表明其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角色扮演是有效的。关键变量的描

述统计及相关分析详见表 S4。 

组间差异结果如表 S5 所示, GPT-4o 集体主义角色在亲社会正义感总分(t = 26.32, p < 0.001, Cohen’s d = 3.72)及其

目击者(t = 10.75, p < 0.001, Cohen’s d = 1.52)、得利者(t = 29.60, p < 0.001, Cohen’s d = 4.19)、过错者(t = 18.54, p < 0.001, 

Cohen’s d = 2.62)视角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个人主义角色。同时, 亲社会正义感存在显著的文化角色效应(F(1, 198) = 

405.90, p < 0.001, η2
p = 0.78), 不公反应视角效应(F(2, 396) = 59.538, p < 0.001, η2

p = 0.58), 以及文化角色×不公反应视

角的交互效应(F(2, 396) = 36.09, p < 0.001, η2
p = 0.45), 即相对于目击者正义感(Cohen’s d = 1.52), 得利者(Cohen’s d = 

4.19)、过错者(Cohen’s d = 2.62)正义感的文化角色效应更大。 

进而, 共同责任的中介效应检验显示, 文化角色对亲社会正义感有显著的总效应(B = 1.65, SE = 0.06, p < 0.001)

和直接效应(B = 0.80, SE = 0.36, p = 0.016), 间接效应显著、且置信区间不包含零(B = 0.84, SE = 0.35, p = 0.016, 95% CI 

                                                           
6 数据来自：https://github.com/openai/gpt-3/blob/master/dataset_statistics/languages_by_word_count.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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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1.50]), 表明共同责任在 GPT-4o 文化角色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对于亲社会正义感的三种视

角, 文化仅对得利者视角的间接效应显著、且置信区间不包含零(B = 1.46, SE = 0.40, p < 0.001, 95% CI [0.67, 2.22]), 

而对目击者(B = 0.72, SE = 0.38, p = 0.060, 95% CI [−0.02, 1.43])、过错者视角(B = 0.35, SE = 0.53, p = 0.515, 95% CI 

[−0.70, 1.39])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且置信区间包含零。这说明, 共同责任在文化角色和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视角之间

起显著中介作用, 但对文化与目击者视角、文化与过错者视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详见表 S9。 

此外, 我们也检验了规范服从在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发现 GPT-4o 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

感有显著的总体效应(B = 0.26, SE = 0.12, p = 0.034)和直接效应(B = 0.27, SE = 0.13, p = 0.042), 但间接效应不显著、且

置信区间包含零(B = −0.01, SE = 0.05, p = 0.900, 95% CI [−0.13, 0.09]), 表明规范服从对集体主义角色与亲社会正义感

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讨论 

GPT 重复验证了研究 3 中 GLM 的发现, 即相对于个人主义角色, 集体主义角色的 GPT 在亲社会正义感总分及其

目击者、得利者、过错者视角均有更高得分; 同时, 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效应受到不公反应视角的调节。

进而, 共同责任对文化角色(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起中介作用。假设 6-8 再次得到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GLM-4 和 GPT-4o 的数据资源和道德对齐不同(Naous et al., 2023), 前者采用了更多的中文语料库, 

因此在中文提示词下的角色扮演任务中表现更好：GLM-4 完全重复了研究 2 人类被试的结果, 而 GPT-4o 则更多受个

人主义和道德对齐的影响, 以致无论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角色, GPT-4o 的亲社会正义感得分(M 集体主义 = 4.63, M 个人主义 = 2.99)

均高于 GLM-4(M 集体主义 = 3.95, M 个人主义 = 2.60), GPT-4o 的共同责任得分(M 集体主义 = 6.69, M 个人主义 = 2.23)也高于

GLM-4(M 集体主义 = 5.96, M 个人主义 = 2.07), 且共同责任对集体主义与目击者、过错者的中介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此

外, 由于 GPT 可能的个人主义偏差(Cao et al., 2023), 以致 GPT-4o 生成的亲社会正义感(尤其目击者和过错者视角)不

仅受集体主义、共同责任的影响, 还受个人主义文化倡导的自尊、自信等变量的影响(Schmitt et al., 2010; Wu et al., 

2014)。当然, 除了数据资源、道德对齐因素, 推理能力、提示词语言等也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暂未对两

个大语言模型进行直接比较, 而只是聚焦角色扮演的主效应。 
 

附表 S1  人类被试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研究 1)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3.07 0.63 −         

2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2.70 0.78 0.78** −        

3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2.91 0.73 0.87** 0.56** −       

4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3.60 0.80 0.81** 0.36** 0.61** −      

5 集体主义 5.35 0.76 0.39** 0.32** 0.30** 0.33** −     

6 个人主义 4.72 0.73 0.11 0.19** 0.16* −0.07 0.06 −    

7 共同责任 4.86 0.97 0.36** 0.30** 0.27** 0.31** 0.34** 0.09 −   

8 规范服从 3.96 0.91 0.25** 0.27** 0.22** 0.13 0.40** 0.12 0.33** −  

9 性别 N/A N/A 0.15* 0.09 0.14 0.14 0.09 0.04 0.01 −0.04 − 

10 年龄 20.09 1.19 0.06 0.07 0.09 −0.01 0.04 0.10 0.02  0.04 −0.23**

注：性别编码为 1 (女)、0 (男)。***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附表 S2  人类被试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研究 2)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共同责任 5.19 0.98 −     

2 规范服从 4.57 1.05 0.36*** −    

3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2.70 0.98 0.35*** 0.22** −   

4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2.65 1.01 0.37*** 0.24** 0.60*** −  

5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3.39 1.08 0.41*** 0.17* 0.49*** 0.69*** − 

6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2.91 0.87 0.44*** 0.27*** 0.81*** 0.89*** 0.86***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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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S3  GLM-4 角色扮演下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研究 3)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共同责任 4.02 2.17 −     

2 规范服从 3.01 1.99 0.96*** −    

3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3.09 0.547 0.24** 0.28*** −   

4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2.67 1.31 0.90*** 0.84*** 0.27*** −  

5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4.06 0.95 0.70*** 0.65*** 0.30*** 0.79*** − 

6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3.27 0.78 0.84*** 0.79*** 0.50*** 0.94*** 0.91*** 

注：*** p < 0.001。 

 
附表 S4  GPT-4o 角色扮演下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研究 3)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共同责任 4.46 2.28 −     

2 规范服从 4.50 1.56 0.92*** −    

3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4.13 0.67 0.62*** 0.59*** −   

4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3.18 1.40 0.91*** 0.87*** 0.67*** −  

5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4.12 1.01 0.79*** 0.73*** 0.61*** 0.84*** − 

6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3.81 0.93 0.88*** 0.83*** 0.80*** 0.96*** 0.92*** 

注：*** p < 0.001。 

 
附表 S5  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角色下 GPT-4o 的共同责任、规范服从及三种视角的亲社会正义感得分(研究 3) 

变量 
集体主义角色 个人主义角色 

t p Cohen’s d 
M SD M SD 

共同责任 6.69 0.37 2.23 0.55 67.10 < 0.001 9.49 

规范服从 5.93 0.61 3.08 0.63 32.66 < 0.001 4.62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4.54 0.43 3.72 0.62 10.75 < 0.001 1.52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4.44 0.48 1.93 0.70 29.60 < 0.001 4.19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4.92 0.18 3.32 0.85 18.54 < 0.001 2.62 

亲社会正义感(总分) 4.63 0.30 2.99 0.55 26.32 < 0.001 3.72 

注：*** p < 0.001。 

 
附表 S6  共同责任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的中介作用(研究 1) 

预测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共同责任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共同责任    0.17(0.06) 0.006 [0.05, 0.28] 0.14(0.06) 0.011 [0.03, 0.25] 0.19(0.06) 0.001 [0.08, 0.31]

集体主义 

(直接效应) 

0.43(0.09) <0.001 [0.25, 0.61] 0.24(0.08) 0.003 [0.08, 0.39] 0.20(0.08) 0.009 [0.05, 0.36] 0.26(0.09) 0.005 [0.09, 0.44]

集体主义 

(间接效应) 

   0.07(0.03) 0.027 [0.02, 0.14] 0.06(0.03) 0.061 [0.01, 0.14] 0.08(0.04) 0.033 [0.02, 0.17]

集体主义 

(总效应) 

   0.31(0.08) <0.001 [0.15, 0.47] 0.26(0.08) <0.001 [0.12, 0.42] 0.34(0.09) <0.001 [0.17, 0.53]

注：方程已控制性别(1 = 女, 0 = 男)、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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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S7  共同责任对集体主义启动与亲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的中介作用(研究 2) 

预测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共同责任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共同责任    0.25(0.09) 0.008 [0.06, 0.43] 0.30(0.09) <0.001 [0.13, 0.47] 0.47(0.09) <0.001 [0.30, 0.65]

集体主义 

(直接效应) 

0.39(0.15) 0.009 [0.10, 0.68] 0.04(0.17) 0.833 [−0.30, 0.39] 0.40(0.16) 0.011 [0.09, 0.71] 0.58(0.16) <0.001 [0.27, 0.92]

集体主义 

(间接效应) 

   0.10(0.06) 0.083 [0.01, 0.21] 0.12(0.06) 0.044 [0.02, 0.24] 0.18(0.08) 0.019 [0.04, 0.34]

集体主义 

(总效应) 

   0.13(0.17) 0.447 [−0.20, 0.47] 0.52(0.17) 0.002 [0.19, 0.84] 0.76(0.18) <0.001 [0.40, 1.12]

注：方程已控制性别(1 = 女, 0 = 男)、年龄。 
 
 

附表 S8  共同责任对亲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的 GLM-4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角色差异的中介作用(研究 3) 

预测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共同责任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共同责任    0.14(0.04) <0.001 [0.06, 0.22] 0.14(0.03) <0.001 [0.08, 0.20] 0.07(0.05) 0.155 [−0.03, 0.16]

集体主义 

(直接效应) 

3.89(0.13) <0.001 [3.63, 4.16] −0.39(0.17) 0.022 [−0.75, 
−0.08] 

1.92(0.14) <0.001 [1.63, 2.16] 1.16(0.14) <0.001 [0.89, 1.44]

集体主义 

(间接效应) 

   0.54(0.15) <0.001 [0.28, 0.85] 0.55(0.13) <0.001 [0.33, 0.82] 0.26(0.12) 0.027 [0.02, 0.48]

集体主义 

(总效应) 

   0.16(0.08) 0.039 [0.01, 0.30] 2.47(0.06) <0.001 [2.35, 2.59] 1.42(0.09) <0.001 [1.25, 1.59]

注：GLM-4 角色编码为 1 (集体主义)、0 (个人主义)。 

 
 

附表 S9  共同责任对亲社会正义感三种视角的 GPT-4o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角色差异的中介作用(研究 3) 

预测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共同责任 亲社会正义感(目击者) 亲社会正义感(得利者) 亲社会正义感(过错者)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共同责任    0.16(0.08) 0.047 [0.00, 0.32] 0.33(0.09) <0.001 [0.16, 0.50] 0.08(0.09) 0.401 [−0.11, 0.26]

集体主义 

(直接效应) 

4.45(0.07) <0.001 [4.31, 4.59] 0.10(0.39) 0.803 [−0.61, 0.90] 1.05(0.41) 0.011 [0.27, 1.86] 1.26(0.54) 0.019 [0.21, 2.31]

集体主义 

(间接效应) 

   0.72(0.38) 0.060 [−0.02, 1.43] 1.46(0.40) <0.001 [0.67, 2.22] 0.35(0.53) 0.515 [−0.70, 1.39]

集体主义 

(总效应) 

   0.82(0.08) <0.001 [0.68, 0.96] 2.52(0.08) <0.001 [2.36, 2.68] 1.60(0.09) <0.001 [1.43, 1.77]

注：GPT-4o 角色编码为 1 (集体主义)、0 (个人主义)。 

 
 


